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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是以毛

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结党史经验，破旧立新，确

立新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延

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党史主流叙述虽整体上对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开展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给

予高度评价，然而对此有分量的学术研究却不多

见。国内官方党史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

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其他相关回忆文章之中，但一般

仅概括评价延安整风期间其亲身参加的“山头”党史

座谈会内容，或仅对此类会议作简要述评，缺乏对其

全面而宏观的考察。洪认清对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有

专著研究，集中对毛泽东与延安史学的关系作了梳

理，强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中共党史学的研究

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1]78

韩伟对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关于苏区历史回顾与

探讨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通

过对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中

共各级干部纠正了教条主义，“左”、右倾错误思想，

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认识，促进了中

共党内团结，构成了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重要基础。[2]但上述研究主要聚焦在延安整风

期间，未能深入贯通研究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

后至延安整风运动前这段时间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

问题的讨论，也基本没有触及或者系统研究延安时

期解决土地革命时期重大事件和重要会议。本文拟

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党史研讨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主要事件：处理张国焘问题，召开西北高干

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以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主要线索，厘清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

史研讨的缘起、主要阶段以及政治功效，延展学界既

往研究，深入考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以党史研讨解

决政治问题的历史脉络、主要特点以及历史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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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的发轫：中共中央

处理张国焘问题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

历史错误以及危害作了深入批判，颁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问题作了政

治定性和相应处理。张国焘脱离中共党组织后，中

共中央随即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

决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对张国焘历史作了全面梳理，清算了张国焘在土地

革命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消除张国焘问

题对中共党组织和军队的负面影响。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

历史错误进行了集中清算和批判。张国焘是中共党

史上著名的“问题人物”：既在早期中共建党、建军以

及创建根据地等方面做过一定工作，甚至较为重要

的贡献，也曾因其错误领导和个人野心，给中共党组

织和军队团结和统一造成过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经历了复杂的历程。中共

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从长征期间张国焘挑起与

中共中央的争端开始，直至 1938年 4月张国焘趁国

共两党公祭黄帝陵之机脱离中共组织，随即被中共

中央开除出党才最终结束。延安时期，张国焘在受

到中共中央批判后，随即对其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个

人历史进行了反省。1937年2月6日，张国焘被迫向

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但是，

在《从现在来看过去》中，张国焘对自己土地革命时

期个人历史作了积极辩护。他强调：“我是中国共产

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

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

动中和整个红军中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

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

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

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

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

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

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

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

党所不容许的。”[3]605显然，张国焘对自己在土地革命

期间自身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与当时中共中央有原则

性分歧。1937年 2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著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

在哪里》，驳斥张国焘的自我辩护：“国焘同志在最近

写的《从现在来看过去》一篇文章内，虽已说到他过

去的错误，并没有将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深刻去检

查。这样不能不使许多不明真象的同志不能了解，

而有些过去犯过同他一样错误的同志不能改正，而

许多了解他的错误的同志又不满意，在这里不得不

将过去的争论加以叙述，给国焘同志错误的实质加

以分析。”[3]25《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分 13
个部分对张国焘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

对张国焘历史问题作了政治定性：“国焘在鄂豫皖工

作时，基本上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但在最后一个

时期已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开始采

取脱离群众的办法”；“在反对四次‘围剿’的问题上，

没有积极的准备与群众的动员，而是‘左’的空谈”；

“在退出苏区的问题上，没有慎重的态度，而轻易的

放弃苏区”。“因为这些错误没有及时的纠正，因此在

西征中及到达通南巴后，这些错误都更加发展起来，

在通南巴从打败田颂尧后，就形成了一种路线的错

误，到与一方面军会合时就发展到顶点”。“国焘路线

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

义和军阀、土匪主义”。 [3]71-72《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

歧在哪里》通过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的回

顾及评判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初步政治

定性。

“延安会议”是中共中央清算张国焘历史问题的

关键性会议。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出席会议

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人员共56人，会议讨论的议程

有两项，其中一项是集中解决张国焘问题。“延安会

议”从3月27日起开始集中批评张国焘错误。3月30
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

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

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

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

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

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

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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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

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

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4]667-6683月 31日，张闻天在会

议报告中对张国焘历史问题作了总结：“国焘主义本

身有个发生、发展以至破产的过程。最初鄂豫皖时

期一般说是正确的，然而这时国焘错误已经开始，不

过未敢明目张胆而已。通南巴便是他最后完全的形

成路线上错误的时刻，那时虽然部队打了胜仗，但不

能证明路线上的正确。第三时期是一、四方面军会

合时期，这是张国焘路线形成为第二党的开始。第

四时期是他取消‘中央’，成立西北局，这是国焘路线

破产的开始。”[5]442“延安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和张

闻天的总结讲话构成了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在土地

革命时期历史问题的基调和准则。

“延安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

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问题进行定性处理。该决定

指出：“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

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

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

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

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

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同志由于对

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

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

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

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

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

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

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

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

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

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

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

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

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

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

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

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

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

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

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

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

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

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

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

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

军阀主义的实质。”[6]162-163《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

志错误的决定》通过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个人

历史和作为较为详细的回顾，明确将张国焘问题定

性为“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

在中共党内的具体表现。

当张国焘“脱党”后，中共中央随即迅速对其在

土地革命时期历史进行了总结清算。1938年 4月 2
日，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身份与国民党

要员一起公祭黄帝陵，随后未经中共中央允许和同

意，私自前往西安转抵武汉。4月17日晚上，张国焘

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等明确表态

决心“脱党”。[7]2094月18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中共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对张国焘问题进

行公开处理。决定强调：“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

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

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

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

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6]497中共中

央还专门对张国焘问题发表了解释说明性文件《中

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4月 19
日，中共中央即颁布《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

内报告大纲》，对开除张国焘党籍作了详细说明。大

纲分四个部分，在“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部分对

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清算：“张国焘

是中央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

“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

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

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中共六届

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因“在工作中表示积极，以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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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央的信任。不久，即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

导工作。开始时，尚能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但在

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

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坚决

拥护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沈泽民同志。这些事实均证

明张国焘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

政治面目。”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

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

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从退出川陕苏区

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

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因此，“张国焘的脱党

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

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

地革命时期个人历史问题的总结清算，虽然存在仍

然肯定“王明路线”某些结论的历史局限性，但更为

重要的是，为中共中央当时在政治上解决张国焘问

题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

中共中央从张国焘历史问题，尤其是其在土地

革命时期个人历史为切入点，系统总结张国焘“退却

路线与军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产生的历

史背景和根源，明确将张国焘和以原红四方面军为

主的中共党政军干部做出区分，比较稳妥地处理了

张国焘问题。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在土地革命时期历

史进行的集中清算，开启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研讨

土地革命时期历史问题的序幕。中共中央处理张

国焘问题是中共党史上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事

件。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先念在上个世纪 80年

代对该事件作了高度评价：“党中央处理张国焘问

题所采取的方针、方法和步骤是很正确的，也是非

常成功的。”“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对以后解决党内

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8]当然，从中共中央

对张国焘具体历史清算的内容也可以发现，这种党

史研讨不可避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即把张国焘执

行“王明路线”的内容加以肯定。这也反映了当时

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认识的深度，以

及解决党史问题的可能限度。这些历史局限随着

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认识的深化和毛泽东

在中共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巩固也将得到进一步的

解决。

二、整风学习的考试：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

争论问题

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

本人对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认识的深入，中共中央

逐渐开始从政治路线高度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进行

研讨，进而推动延安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抓

住解决西北党史问题为试点，开始检验整风运动的成

效。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颁布《中央关于一九三

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

定》(下文简称《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通过总结

西北党史逐渐探索凝练总结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

史。西北高干会成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研讨土

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山头会”的范式。

西北高干会对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党史争论问题

作了集中研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西北

高干会是西北党史，乃至中共党史上都非常重要且

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西北高于会是中共西北中央

局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
简称，1942年 10月 19日开始至 1943年 1月 14日结

束，历时88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属地方县级以上、

部队团级以上干部 266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高级

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209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当
时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干

部，是到延安来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因

为会议延期召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在中

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

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

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朱德、

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个区域性

的会议，规格之高和时间之长，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空

前的。”[9]398解决“陕北肃反”问题是本次会议的重要

内容。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

正式颁布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处理的《肃反问题

重新审查的决定》，对西北历史问题作了新总结。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开始集中精力研讨土地革命

时期党史问题是西北高干会召开的政治前提。1941
年 4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高岗为书

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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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10]2911941年8、9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在杨家岭开办了

“党史学习研究班”，把在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代

表中各省、地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中共六

大以来的党内重要文献。[11]2571941年 9月 10日至 10
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议集中检讨了中共中央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

问题。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

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

一致认识。[10]327-328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关于一九

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

判》的长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作了批判：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

(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

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

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

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

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

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

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

的。”[12]3471941年 10月 13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

书记处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开展“对过去被冤屈打击

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

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

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

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

首。[10]333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

讲话时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

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

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

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

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

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

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

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

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

做。”[12]399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

心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加以全面研讨和总

结，将整风运动深入推进到全党各个层面。这也为

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问题创造了条件。

西北高干会通过《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

西北历史问题的核心“陕北肃反”作了新的政治定性

和组织处理。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26日和11月
30日，先后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

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

“陕北肃反”进行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肃反问题重

新审查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对西北历史问题的再次

集中处理，推翻了肯定“陕北肃反”的既有政治和组

织结论，重新对肃反问题进行了政治定性，进一步追

究了肃反领导人和参与者的个人责任。 [13]关于“陕

北肃反”性质，《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一

九三五年九十月间发生的“陕北肃反”，“将陕北苏区

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

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

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

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从陕北历史问题

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

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

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

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左倾机会

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

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

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

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

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

险”。[14]301-302《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肃

反”在政治上的重新定性为进一步解决肃反遗留问

题提供了政治前提。

《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重新分析和追究了

“陕北肃反”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的个人责任问题。

关于“陕北肃反”的责任问题，《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

决定》认为：“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

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一九三五

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

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

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

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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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郭是一九三三

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

委重要负责人马明芳〈即马明方——引者注〉，一九

三四年七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

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

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而郭洪涛同所供给的

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

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

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

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红二十五军

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

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

翰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错误肃反起了

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

发。张国焘时代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

英同志，被任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

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鸿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

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二十六军

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因此，“二同志在这次

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14]302-303《肃反问题

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肃反”主要领导人、参与者

个人责任的分析和评价，为进一步厘清肃反个人责

任提供了依据。

《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

进行了新的处理，进一步追究了“陕北肃反”主要当

事人的个人责任。《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也高

度肯定了“陕北肃反”受难者和受难幸存者的历史贡

献和政治地位。《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强调：

“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

斗争中，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

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与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

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

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

外，应当取消”。“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在一九三四至

三五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坚持了自己

的正确路线，并且当遭受了诬害和逮捕，以及后来一

个时期，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

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

得我们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委托西北中央局向

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智郭洪涛

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

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14]304-305

《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通过对“陕北肃反”领导

人、参与者个人责任的重新定性和处理，以及对肃反

受难者、受难幸存者的高度肯定，彻底扭转了肃反受

难幸存者在肃反后政治上受猜疑、组织上受排挤的

尴尬处境。

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以“路线斗

争”方式总结了西北地区中共早期革命斗争历史，树

立起了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强调

“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几乎使陕北的

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的危机局面。上述结论代表

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

及参加会议的原陕甘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尤其是“陕

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当时的基本共识。[15]随后，中共

中央召集了若干座谈会解决土地革命时期各主要根

据地的历史问题。①这些座谈会基本上就是以西北

高于会为主要范式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进行研讨和

总结，进而加强对延安整风运动必要性、重要性的思

考和认识。

三、通过党史结论强化政治共识：《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针对土地革命时

期党史讨论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和纠偏，保

证了土地革命时期各个主要“山头”党史研讨会能积

极开展和推进。在各根据地历史问题讨论的基础

上，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

题。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土地革命时

期党史问题作了精心研究和反复修订，最终形成《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对土地革命时期

党史作了全面总结，最终将前期党史讨论成果通过

正式文献形式升格为中共的权威结论和基本共识。

在中共各根据地主要代表召开“山头会”时，毛

泽东及时提出了研究党史的基本原则。延安整风运

动期间，中共在研讨土地革命时期党史时也出现了

过分重视向错误路线领导人、执行者等追责的倾

向。在西北高干会上，《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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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

该负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在长时期中不仅不愿承

认自己错误，反而颠倒是非，互相订立所谓‘统一战

线’，掩盖真实情况，千方百计，企图欺瞒中央，郭洪

涛同志自己也承任他在七年之间欺骗了党十次之

多。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之

后，仍然继续那一贯的错误思想与行为。朱理治同

志当中央到达下寺湾制止了‘肃反’，禁止再逮捕时，

他还曾密令保卫局要拘捕四个同志。以后他在河南

代理华中局书记时，继续执行了打击干部抬高自己

的错误政策。近年任陕甘宁银行行长时期，又向政

府和党闹独立性。郭洪涛同志在一九三六、七年任

陕北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时，对二十六军及陕甘边

干部采取宗派主义的压制政策。以后他任山东分局

书记时，对本地干部又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

这种不正确的干部政策的结果，也促成了湖西肃反

的错误。后来回到延安时，继续在干部中破坏高岗

同志的威信，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企图造成干部相

互间，地方与中央问，及中央内部的不团结。”[14]303在

闽粤赣根据地党史座谈会上，原中央苏区政治保卫

局局长邓发在湘赣苏区的“肃反”也备受当地干部指

责和批判。邓发在湘赣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过程

中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在当地干部和知情人中留

下了非常强烈的负面影响。参加中共七大的湘赣苏

区代表伍洪祥回忆：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闽粤赣边区

党史座谈会上，“关于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问

题，大家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一致认为，这

个问题与当时的中央提出‘肃反中心论’有直接的关

系。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当时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的

邓发同志。”“发言的同志指出，邓发同志的工作作风

专断，对于肃反这样的大事，不同苏维埃主席张鼎丞

及罗明、郭滴人等同志商量，而是轻信腐化堕落分

子、裁判部长林一株的意见，主观臆断，捕风捉影，不

作调查研究，用逼供信的办法弄出一个‘社会民主党’

的冤案，乱捕乱杀，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邓发

同志到会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在会上要求他说个

明白，那时候闽西究竟有没有社会民主党？凭什么

根据要抓‘社会民主党’？同志们问一个问题，邓发

就回答一个问题。”最后，邓发在会上就在苏区肃反

扩大化错误作了两次检查才勉强通过。[11]281中共七

大酝酿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征求原中共中央负

责人张闻天夫人刘英关于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意见

时，刘英直言回答：“除了邓发之外，其他几位都可以

列入正式名单。邓发在肃反中错误太大，影响不

好。”[16]265应该说，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在“王明路线”

影响下，中共中央曾犯过严重错误，如在党内厉行肃

反，滥捕滥杀，遗留的问题相当严重。因此，遭受迫

害的幸存者要求追究错误路线领导者、执行者个人

责任有其客观原因，也属于正当主观诉求。但是，如

果过分追究历史细节和具体责任，那么势必会背离

毛泽东1941年9月10日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时提出的“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

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

来”[10]327的整风初衷，也不利于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

上的团结。

针对上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

了积极的纠偏和引导工作。1944年 4月 12日，毛泽

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关于研究历

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

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

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

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

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

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

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

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

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

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

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

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

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

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

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

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

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

一。”[17]937-938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对土地革

命时期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诸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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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领导人责任性质问题、中共“六大”评价问

题、“上海临时中央”合法性问题、“教条宗派和经验

宗派”问题等。杨尚昆回忆：“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

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

1944年5月21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

下文字决议：“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

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

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四中全会后一九

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

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

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18]213“对过去党的历史

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

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

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

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六

次大会虽然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

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

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

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

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

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中共中央随

即还郑重就“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18]214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的政治

定性和组织处理，为中共全党总结历史问题纲领性

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打下了理论

和史实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通过党史结

论强化政治共识的整风目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作了简要论断：“在这

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

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

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

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

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17]955《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强调：“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

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

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

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

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

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

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

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

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

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

的评述完全否定了“王明路线”政治合法性和组织合

理性。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为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新的中共领导人政治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历史依

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在第三次‘左’

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

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

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

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

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

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

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

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

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

‘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

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

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

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

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

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17]968-969“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

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

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

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

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17]955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极大的精力，集思广益，反复修订，因此是权威的

中共纲领性文件。“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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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

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19]316作

为该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的胡乔木对此评价道：“经

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

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

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

主席的心血，也凝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

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

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

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的。”[19]327-328《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延安时期

中共中央利用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成果的结晶，

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研讨解决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分

歧，突出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统一了中共全党思

想，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结语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中共中央

开启了用党史讲政治的新模式，通过研究历史问题，

尤其是研讨党史上重要问题得失，进而影响现实思

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和确立。首先，

这一做法就其当时的最大历史功绩而言，在于让全

党最终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显著功绩，

为其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

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

合的代表。”“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

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

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

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

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

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17]952-953其次，中共

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开启了中共党内通过

党史研究为主要突破点，以党史讲政治进而解决现

实政治问题的范式。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倡导研究

和学习《六大以来》等中共土地革命时期重要文献，

使许多犯过错误，没有认识到错误并仍然坚持错误

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10]469，正确对待自己

的错误，极大推动了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第三，中

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较好处理了党史遗

留问题，统一了党内思想。中共中央通过组织党史

讨论，基本平息了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

厘清了中共党史上存在争议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

去脉，并对其作了政治定性和相应的组织处理。这

些措施对中共全党从思想层面统一认识，形成合力

有重大的基础性作用。最后，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

时期党史研讨为中共党史研究带来了有利条件。

这些讨论的积极成效促使中共形成了重视党史资

料保存和研究的传统，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党史文

献资料和遗迹遗物可供当代党史研究使用。同时，

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逐渐使中共党史研究成为一

门“显学”。

当然，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

研讨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共中央对

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其根本是服务现实政治。

现实政治变化将不可避免触及对党史上一些已有结

论的重新定性。因此，如何处理党史史实与现实政

治之间的张力，就成为这一模式难以避免的矛盾之

处。胡乔木回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

“《决议》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

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

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

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很少提到。”[19]68延

安时期以这种方式解决其他中共党史争论问题的结

论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系密切，也可能

存在这样的历史局限，尤其是受现实政治影响对当

事人评价可能存在有失偏颇之处。这极容易造成相

关历史结论的反复修订和持续争论。如文中提到的

西北高干会，会议相关结论对高岗评价就存在超越

历史实际，甚至有刻意拔高的局限，而对他的缺点及

错误则未被提及甚至有意避讳。对因“陕北肃反”问

题受到处分的某些主要人物则作了相对于错误本身

有些失实的负面评价。因此，中共中央主持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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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未能彻底平息争论，一

些重要分歧依然存在。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

“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自 1941年

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

员，位高权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

‘肃反’问题的《决定》(即《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

定》——引者注)，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20]由于上述

原因，随着高岗在政治上的浮沉，关于他的历史问题

又有了新的解释和评价，甚至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

反”争论问题的决议本身，也成为党史新争论的焦点

问题之一。此外，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

讨开创的以党史讲政治模式，在党史研究中产生深

远影响。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党史研讨本

身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被提出来的，

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以现实需要裁剪历

史的局限。加之这种探讨也存在话语权不对等的问

题，当时一些表面上已经平息的有争议的党史问题，

其实仍然存在分歧和争论。在其后很长一个时期，

一些在延安时期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地位

变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定性处理的土地革命时期

党史结论也受到质疑和修改，有的问题甚至成为“禁

区”。这也对党史研究造成了阻碍。

注释：

①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第279-281页；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年版，第639-642页；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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